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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国耕地总量逐年持续减少。十多年来，每年因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都在 300 万至 400 万
亩。同时，耕地减少太快，失地农民每年增加 300 万左右，这个群体很多没有得到足额的征地补
偿，多数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频频上访，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资料，1990 年代 10 年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加 2640 万亩，其中 81%的
























































































































R（e赞 ,e軇,詛,λ,θ)=λR赞 [e赞 ,m(詛),θ]+R軒(e軇,詛,θ)
地方政府用筹集来的财政收入供给经济建设、教育、医疗、社会治安、人口控制等多项公共
产品，假设这些支出为 E。地方政府筹集收入所花费的努力会带来负效用，如果用货币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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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4）式和（5）式可知，地方政府配置努力的最优选择是，获取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努力的
边际收益等于努力的边际成本。（6）式反映了地方政府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获得良好的政绩会提
高晋升的概率，但同时也会减少租金的获取，最优的选择在于这两种相反的效应相等。（7）式表
明，一方面增加农地征用的数量会增加财政收入，进而增加官员的租金；另一方面，过度征地难
免违反国家有关政策，会减少官员晋升的概率，这两种效应的均衡在于降低晋升概率的期望收
益等于征地增加的期望租金增加。在这个模型中，我们从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治租金最大化的
角度，刻画了农地征用的收益和风险在官员追求租金最大化中的作用。
五、结 论
我们把中国式政府治理和财政分权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从政府官员获取政治租金最大
化的角度，把地方政府支持制造业发展和大量进行农地征用联系起来，解释了未得到妥善安置
的失地农民大量上访，耕地迅速减少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土地出让违规频发，等等一系列困扰
和谐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1994 年确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预算内财政资源集中于中央政
府，庞杂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未能较好地解决财政资源纵向不平衡的问题，这使面临中央政府
政绩考核的地方政府从体制内寻求突破。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城市政府的强势地位用较低的
征地补偿成本获得农村土地，再把这些土地以出让的方式获得高额出让金，从而获得完成各种
任务所必需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利用征得的土地来发展能对短期经济增长和预算内财政收
入有较大促进作用的制造业来获取政绩。
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得出的政策性含义有二：一是由于中国政绩评价体制的扭曲，地方
政府违规进行农地征用是其自然的选择，然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纵
向监督的局限。对此，应该使横向监督成为纵向监督的必要补充，利用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行
为信息的优势，加强地方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作用，使他们对地方政府的评价纳入政绩考核中。
二是改革现有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强行从农民手
中征地，就是因为农民没有事实上的完整的土地权利，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土地管理条例》从农
民那里征地。只要赋予农民完整的农地权利，让农民以土地参与城市化，耕地保护就不再只是
中央政府的事情，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征地补偿自然会成为耕地保护的最大动力。此外，发展
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和交易，需要打破对农地转用的城市政府垄断，改变政府对集体土地的用
途管制，让地权所有者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过程，主导土地要素的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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